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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赋魅与祛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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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肇始于美国发起的以数据和证据为基础的教育实证研究

运动,进而在全球形成教育实证研究浪潮。 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

法,强调提出教育假设,看重研究设计,采用量化统计或数学模型方式处理教育经验和材

料,从而获得具有解释和预测功能的教育科学理论。 对教育研究而言,教育实证主义研究

范式正抛弃对“教育乌托邦”的描绘,转而将直接观察和实验的教育现象作为研究对象,
以探究教育规律作为主要目的,以因果推断作为主要研究方法,旨在推动教育学科建立统

一、普遍、以因果规律为基础的知识结构。 教育学科学化需要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但
教育研究者应当警惕对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赋魅,避免对教育研究范式和教育实证

研究的狭隘理解。 首先,要认识到教育研究范式的丰富性。 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不是

教育研究的唯一范式。 倘若单一应用因果推断方法,忽略人的自由意志与情感态度,将复

杂教育现象和问题简单化,极易导致教育意义与价值研究的式微。 教育研究应当根据不

同性质的问题,选用与之相适切的研究范式。 其次,以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丰富教育实证

研究的内涵。 在实证主义风靡的时代,实证研究往往被等同于定量研究,实证主义构筑起

教育实证研究的哲学根基。 后实证主义时期,教育实证研究的内涵应当被重新审视。 教

育实证研究应超越自然科学的视域,打破对自然科学的范式崇拜,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

究方法。 再次,应当破除教育研究中实证与思辨两种范式的虚假对立,强调多种研究范式

在教育领域中的综合应用,聚焦多元范式的高质量运用。 最后,应当致力于探索教育学科的

内部结构,接受教育研究结果的可解释性和多样化特征,建构符合自身逻辑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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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是教育学走向科学的必要途径” [1] ,这句掷地有声的宣言以及“全国教育实证论坛”

“教育实证研究联席会议”等各类研究组织与活动,推动了我国教育实证研究的蓬勃发展。 教育实证

研究所坚持的价值中立原则,在扭转教育研究中的价值争论等问题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无意中误

读甚至曲解了教育思辨研究的价值意义。 当下,理解教育实证研究的核心是理解教育实证主义研究

范式,理解的方向应当从方法与技术层面走向规则、规律和精神层面,对其哲学依据的合理性、运用的

合法性等问题进行反思与应答。 在实证主义盛行的时代,实证主义构建起教育实证研究的哲学根基。

但从深层次看,实证主义哲学在教育中的应用限度、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等

问题,恰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重要领域议题。
   

一、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现实表现与基本特征
   

(一)现实表现
  

自 2016 年以来,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我国日益受到追捧,教育研究在问题、方法、过程和结

果等方面体现对该范式的强调,显示出该研究范式的盛行。 一是研究问题。 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

下的问题倾向教育心理、统计和社会领域。 例如,关注“智商”与“情商”的重要性问题、“人口在校模

式发展”问题、“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与家庭教育期望的关系”问题等。 在提问方式上,该范式包括“比

较式”,即非此即彼的提问,如智商和情商哪个更重要;“促进式”,即就一个因素作用于另一个因素的

效果提问,如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会提升家庭教育期望吗;“方法式”,即在提问中点出研究方法,如基

于 Logistic 回归或以大数据抽样为手段。 二是研究方法。 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主要借鉴或引用自

然科学包括心理学在内的研究方法,强调提出教育假设,采用量化统计或数学模型处理教育经验和材

料。 一定意义上说,当前对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初步理解主要建基于研究方法。 由于研究方法

的实证化,才促成该研究范式。 典型如“教育实证论坛”开设的分论坛,分类主要依据研究方法。 三

是研究过程。 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看重教育研究的实验设计和实验过程,特别考虑实验过程中严

密的逻辑推导,以此表明该范式的独特。 四是研究结果。 相较于前 3 项,这是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

受他者指责的主要环节。 不少反对者指出,该范式通过各种复杂的公式或演算,但得出的却往往是浅显

甚至是常识性的教育结论。 研究结果从数据转向文字、从实证转向思辨,其中的思维断裂显而易见。
   

(二)基本特征
   

1. 从理想走向现实:教育现象是教育研究的主要对象
  

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但在古希腊及其之后的很长一

段时期,教育最重要的问题却是“什么是美德”“美德能教吗”等形而上学的议题。 这种对教育的思考

方式影响了教育学的建构。 由于“美德”总是以“乌托邦”的形式存在,因而对教育问题的研究通常以

思考教育理想的方式存在。 康德和赫尔巴特的研究是“教育理想”研究的代表。 康德将教育视作道

德性的,“我们所理解的教育,是指照管(抚养、供养)、规训(训诫)和连同教化一起的教导” [2] 。 康德

的教育观基于其实践理性的主张,实践的教育是为了实现自由行动的生活。 赫尔巴特强调教育的道

德属性,“教育性教学”尤其强调不存在没有教育的教学,也不存在没有教学的教育。
  

由于实证主义放弃对世界本原的本体论追问,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正抛弃对“教育乌托邦”的

描绘,转而将直接观察和实验的教育现象及知识作为自身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具有“客体化、观念

化、固着化、实用化和剥离了时间的‘历史性’与空间的‘双重视域性’ (即胡塞尔所指称的‘内视域’
·911·

孔苏,王晓晓. 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赋魅与祛魅[J] . 重庆高教研究,2023,11(3):118-127.



与‘外视域’)” [3]的特征。 由此,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主要对象由理想走向现实。
   

2. 从本质走向规律:教育规律是教育研究的主要目的
  

实证主义范式下教育研究的目的是“描述教育事实、归纳出统一的教育秩序和规则,并在此基础

上进行教育预测和控制” [4] 。 教育思辨研究范式区别于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前者以研究教育的

本质为根本目的,后者认为教育现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无论宏观领域的教育决策,还是微观领域

的人才培养,要探寻教育内外部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都必须借助实证主义范式来进行科学的研

究。” [5]这种规律和关系与一种可证实的知识紧密相关,从而生成教育科学知识。
  

知识的类型本身多样,知识分类的依据有不同标准,包括“经验的(或者后验的,a
 

posteriori)知

识、非经验的(或者先天的,a
 

priori)知识、描述的知识(一种命题的知识)、亲知的知识(一种非命题的

知识)以及如何做某事的知识” [6] 。 但是,由于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推崇,自然科学视域下的经验

知识取得主导地位,其研究范式被广泛推行和借鉴,教育研究一度盛行教育科学“实验”和“准实验”

的研究方法。 因此,通过使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探索一般的教育规律就随之成为教育研究的目的。

该研究目的要求教育研究生成可利用、可应用、可复制的所谓科学成果,从而对教育进行预测和控制。

例如,当前不少研究热衷于通过各种自变量和因变量发现家长、教师、社区等因素对学生学业成绩的

影响,试图把研究结果以教育规律的名义加以推广。
   

3. 从思辨走向实证:因果推断是教育研究的主要方法
  

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拒斥脱离经验的传统形而上学及其逻辑演绎方法,认为认识应当基于实

验证据,从经验中寻找相对稳定和有秩序的联系,即经验之间的因果关系,也被称为因果律。 杨国荣

认为,穆勒就因果关系的本质阐发的因果律,无非是现象前后相继的齐一性,因果观念则建立在关于

现象前后相继关系的联想之中[7] 。 格兰杰( Granger)定义“因果”时强调两个要点,一是原因应该发

生在结果之前,二是原因应包含其他方式无法获得的原因信息[8] 。 因果推断中的“推断”一词表明,

因果的响应是可能性,不是必然性。 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以因果推断作为自身的研究方法,旨在推

动教育研究建立统一、普遍、以因果规律为基础的知识结构。
  

在穆勒看来,真理的发现不是依赖少数具有普遍和必然意义的自明概念与命题。 科学知识的系

统并不是一个演绎的系统,演绎逻辑不产生新知识,无法促进知识的进步,因此,穆勒基于经验主义哲

学建构了“归纳逻辑”体系。 在逻辑实证主义阶段,罗素用数学的新成果改造和归纳逻辑体系,形成

数理逻辑。 这些都是实证主义进行因果推断的具体方法。 在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引导下,教育研

究以因果推断作为主要方法,试图推导和发现教育因果规律,并以此为基础解释和预测教育现象,进

而揭示教育学知识的科学性。
   

二、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兴起与赋魅
   

(一)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兴起
  

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兴起,与实证主义发展、教育学科学化需求有关。 实证主义,又称实证

哲学,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以实证自然科学的精神改造和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流派。 圣

西门(Simon)最早使用“实证主义”(positivism)一词。 实证主义起源于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国和

法国,当时,充满理性主义精神的哲学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英国,传统形而上学遭到休谟怀疑

论的挑战,与之对立的哲学家却无力进行建设性的批判;在法国,“法国大革命”之后复杂的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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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一度让人怀疑启蒙运动高扬的理性。 对于当时已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新兴资产阶级来说,具有革

命性的启蒙哲学已不是时代所需,新的哲学亟须建立。 在当时的部分西方学者看来,这种新的哲学要

符合时代的潮流,不提倡革命,但有助于社会进步;不唯理性,也不抛弃理性;不究问实在,也不忽视经

验的实在性;提倡科学发展,但不排斥宗教。 实证主义哲学为此提供了独特的方案,成为新的哲学。

实证主义采取的基本思路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续休谟的问题,利用实证自然科学,发展经验主义哲

学。 实证主义重新界定“经验”的内涵,取消哲学对本体论问题的探讨,克服旧经验主义的抽象性和

思辨性;在方法论上接受 19 世纪自然科学方法,运用进化论解释自然和社会的运动变化,反对黑格尔

的理性主义辩证法。
  

实证主义的创始人首推孔德(Comte),他认为“实证一词指的是真实,与虚幻相反;表示有用,与

无用对比;表示肯定,与犹疑对立;表示精确,与模糊相对” [9]29-30。 对实证主义哲学而言,孔德对“实

证”一词的关键阐释有四重意义:重新界定知识的对象、目的、方法和属性。 首先,实证的知识是关于

现象范围之内的知识,这些现象是指各类可以观察到的自然事物和现象。 其次,知识的目的是为了寻

找规律。 “实证哲学以及一切实证科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精确地发现自然规律” [10] ,孔德承认,“它

(外部世界———作者注)并不受任何意志所支配,而是服从于能够令我们作出充分预见的规律,如无

预见,我们的实践活动就缺乏任何理性基础” [9]23。 再次,知识的获得依赖各门科学的方法,但各门科

学的方法在方法论上具有统一性。 实证主义的任务是考察各门自然科学的规律、方法,以哲学的反思

性对它们加以综合,解释自然科学的一般规律和方法。 最后,实证哲学目的是以实证知识代替对终

极、绝对、抽象和本质的知识反思,以实证知识反对旧的神学与形而上学的思辨知识。 “实证”属性是

人类知识的最高属性,与实证自然科学相统一。 如斯宾塞所说,“只有实证科学才能获得知识” [11]
 

。

实证主义认为,形而上学作出的非经验陈述与经验观察之间截然分裂,“由于这一分裂,较一般的智

力问题———即被称作‘哲学的’或‘形而上的’问题———对于一门经验取向的学科来说便不具有什么

根本性的意义” [12] 。 这表明,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相对,隐蔽地将经验分析作为判定实证主义立场的

依据,导致“思辨”因其分析不符合经验证实的要求而逐渐退出实证主义视域。
  

尽管孔德最早提出“实证哲学”,但对“二战”后英美社会科学研究影响最深远的则是诞生于 20

世纪 30—50 年代的“逻辑实证主义”,其所属学派是“维也纳学派”。 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第

一,认为获得知识的合法途径只能是自然科学和数学所使用的途径;第二,反形而上学态度;第三,支

持知识论中的唯名论;第四,承认科学主义,即科学方法的本质统一性。[13]可见,逻辑实证主义沿袭传

统实证主义的科学证实理论,同时,拓宽经验证实的方式,在归纳法之外将数理逻辑推理作为建立因

果关系的证实方式。 此外,将实证主义作为所有科学的统一方法论是传统实证主义的理想。 逻辑实

证主义将实证主义对于自然科学的推崇发展到极致,以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方法一统科学,形成了科

学主义。
  

教育学科学化是教育学发展的重要目标。 在教育学的自我反思与建构中,实证主义哲学对知识

的权威性、合理性的优先解释权赢得教育学者的青睐,为教育学科学化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实证化”

的发展路径。 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奠基于实证主义哲学,实证主义哲学独特的问题意识和哲学体

系为教育研究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并重新界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因此,教育学科学化的发

展,要求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具有实证取向,遵从实证具有的真实、有用、肯定和精确的内涵,基

于量化统计和数学模型,通过因果推断分析各种教育事实、证据,发现印证某一种教育规律或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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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迅速发展,并在教育研究领域被奉为圭臬,赋魅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

也初见萌芽。 赋魅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做法和后果,在其他学科已有显现。 例如,社会学就面临着由

于日趋强烈的“科学化”而导致的发展琐细化的结果。
   

(二)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赋魅
  

教育学科学化主要被理解为实证化[14] ,这种认识早在 19 世纪中后期已经兴起,梅伊曼、拉伊的

实验教育学标志着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进入新阶段。 教育学科学化意味着教育学以“是不是自然

科学的实验设计”“是否可证实”“是否得出了真实、有用、肯定、精确的教育规律”等作为衡量科学化

程度的判断标准,进而延伸为评判自身是否科学化的标准。
  

自然科学研究在客观世界的成功,引发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兴盛,部分研究者希望通过这套范式

介入甚至占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以实验设计和量化方法为主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美国教育研究

领域影响较大,进入 21 世纪,美国发起教育实证研究运动,并已产生初步成效[15] 。 2013 年美国学界

在发表的《教育研究发展共同指南》中界定教育实证研究的 6 种类型,即基础研究、早期或探索性研

究、设计和发展研究、效能研究、有效性研究和大规模推广研究。[16] 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教育研究传

统,以美国教育研究协会( AERA)为代表的美国教育研究机构,存在对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偏

好。 当前,美国教育研究正转向以数据和证据为基础的教育实证研究,“AERA”近年来的教育研究充

分体现了这一特点[17] 。 如今,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试图主导教育研究的发展走向。 国际教育研究

的“SSCI”期刊也形成了以“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假设—研究设计—研究过程—研究结果—讨

论与建议”为基本框架的写作流程,加速形成了世界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大潮,我国教育实证主义

研究范式的浪潮,也正是与这种趋势紧密相关。 除了我国的教育研究,受此影响的还有以法国、德国

为主的欧洲大陆教育研究。
  

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趋向自然科学研究范式,试图用因果推断证明复杂教育现象中的因果性

或相关性,把规律囿于客观世界。 因果推断在经济等领域是常用方法,它在客观世界的有效性已被验

证。 当前,基于因果推断已形成诸多模型,如潜在结果模型、结构化因果模型等。 这些模型以海量数

据计算为支撑,可能会呈现正相关、负相关等结果,教育的因果推断模型也不例外。 教育现象中较为

纯粹的客观对象,如教育投资规模与收益等,基于数据统计模型的因果推断,显现出较强的实用性和

预测性,其优势是将因果推断最大限度地适用于教育分析。 例如,同样是解决一道数学题,“一堆石

子,用去 60%后还剩 1 / 3 吨,求这堆石子原来共有多少吨?”学生根据不同的解题思路和方法得出答

案,研究者可以通过因果模型,具体经由数据比对、检验等操作得到学生解题能力与运用方法的关系。

由于因果推断模型生成的结论带有普遍性,它在一般原则下具有统计学意义,研究者进而可以得出结

论。 以本案例中指涉的学生在解题中体现的学习方法问题为例,就可假定有“变式学习能力不足”

“运算知识有缺陷”“数字变换不熟练”等多种结论。
  

或许是教育研究以往较少关注量化方法,抑或是怀疑自然科学研究范式对其研究的适切性,我国

教育研究长期以思辨研究范式为主,注重教育的历史经验和哲学基础,与教育实验和因果推断的方法

有一定距离。 思辨研究范式曾在关于教育本质、目的和元教育学等领域发挥过重要作用。 但是,思辨

研究范式对研究者的思辨素养要求较高,概因其观点是否新颖、逻辑是否严密、论证是否准确等,均可

直接影响研究质量。 相对于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思辨研究范式更考验研究者的思辨技艺。 这种

思辨技艺需要知识和经验的积累,研究者无法通过掌握固定的研究方法或技术操作加以实现,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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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技术正是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重要特征。 从方法和技术层面看,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助力

于推动教育学科学化发展进程。
   

三、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祛魅及其解释
   

(一)正视实证范式的有限性,明确因果推断的适用边界
  

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对教育学科学化进程影响深远,但是,一种哲学思想只能解释一部分事

实,赋魅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行为结果不仅放大该范式的不足,也误导该范式的运用,最终影响

教育研究的质量。 当前,教育研究者对于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态度应当从赋魅转向祛魅。 以实

证的名义推动教育学科学化并无不妥,但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不能成为唯一范式。 这一范式下的

客观知识和教育规律只是基于特定条件的独立存在,无法确保放之四海而皆准,也不具备完全的可复

制性。 同时,纯粹追求教育规律的做法忽略了研究范式的多样性、研究结果的可解释性。 人不是自

然,更不会完全客观。 狄尔泰精神科学已表明,人类精神世界的内容无法计算,“理解”才是打开精神

的主要方式。 至于在对待实证主义反对形而上学的问题上,应当坚持“批评传统形而上学并不意味

着拒斥一切形而上学” [18]的基本立场和观念。
  

在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下,所有的教育现象只存在抽象的规律,一切不能计算的教育内容很难

成为实证的对象。 人的主观感受,特别是教育过程中人的想法、观念和体会都被研究者贴上了不实

证、不科学的标签。 这些感受唯有经过整理,过滤成数据符号,以数字、数据或列表等形式展现出来,

才是科学、合理的。 过去,单纯强调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做法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经验及教训。 例

如,通过实证得出的教育的人力资本理论,研究过程遵循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研究结果揭示教育

与促进人力资本之间的直接联系,但这也导致对教育经济效益的过度关注,最终使具有育人功能的教

育活动异化成人力资本的挖掘活动。 因此,采用实证方法作为教育学科学化的判定准则,需要明确其

边界与适用维度。 归根到底,教育研究需要根据不同性质的教育问题,选用不同的研究方法[19] 。
   

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以理性为基础,但依托的是有限理性。 教育研究中的因果推断有其适用

范围和边界。 “有限理性”这一概念由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首先提出,他认为,“打算做到理

性”这句话本身暗含着人之理性的有限性[20] 。 人试图通过理性掌握教育规律,但教育的复杂程度远

超理性控制,“任何试图用因果关系去解说和解决教育现象、教育问题的思维方式都有将教育简单化

的倾向” [21] 。 理性依靠语言、数字和逻辑,当把教育过程中无形的因素(神情、气息等)转化成有形的

因素(数据、文字)时,理性就已经暴露出缺陷。 转化,意味着失去原貌,不可避免地存在过程损耗。

没有人能够保证现代所谓证实的任何一项因果关系在未来某种情形下不会被证伪,就像现代人依旧

无法完全回答“休谟问题”,试图无懈可击地论证“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始终是一个难题。 正如休谟所

言:“我们只能假设,却永不能证明,我们所经验过的那些对象必然类似于我们所未曾发现的那些对

象。” [22]
 

教育现象的复杂性决定因果关系揭示齐一性的困难,实证工具和科学方法的运用阻隔经验,

片段式、裁剪式的教育证据很难作为教育研究中因果推断的基础。 究其原因,因果关系是教育现象蕴

含的诸多关系之一,只不过它的地位随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而上升,人们就想当然地将量化方法和数

学模型看作解答因果关系的关键方法,主观思辨、历史经验等被排除在揭示因果关系的方法之外。 以

往对于教育研究中因果推断的诟病,多集中在人的复杂性,以及限于道德伦理无法完全实施随机干预

及对照试验等层面。 其实,从因果推断本身来看,它忽略人的自由意志,仅依靠客观事实,从事实推断出

结论。 以这种方式开展教育研究,找寻因果关系随之成为研究重点,导致教育意义与价值探索的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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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哲学意味着对一切实证的东西的无知” [23]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来,实证主义摒弃人类对

辩证思维的使用,远离对世界本质的追求,这种研究容易流于表面。 对于纯粹的客观世界而言,因果

推断是有效的研究方法。 教育显然是主客观结合的研究领域,凡直接涉及人的教育,单一的因果推断

的有效性都值得怀疑。 因果关系是人的假设,一定条件下变量之间互为因果,直接导致内生性问题。

其实,面对多重因素的环境,因果推断很难做出准确的结论,多数结论需要置于控制变量、忽略误差的

前提之下。 “控制变量”“忽略误差”意味着在人类已知和现有条件下存在不能解释的因素,这种因素

成为因果推断的障碍。 以人为主体、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教育世界,主客观因素杂糅,且因人、因时、

因地、因势而变化,很难像自然世界那样条分缕析地筛出元素和因子。 教育中的主观因素难以划清先

后次序、因果顺序,这是因果推断难以简单应对与精准阐释的。 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对于不可言

说的事物,应当保持沉默”。 由此可知,因果推断在教育中的应用存在特定范畴,例如,教育收益率、

学校投入以及班级规模与学生学业的关系等,这些相对客观的教育因素可以尝试运用因果推断,但涉

及社会情感、人类意志等,则需要转换研究范式。
   

(二)重新审视教育实证研究内涵,打破实证研究对自然科学的盲从
  

由此,学界重新审视教育实证研究的内涵,反对将教育实证研究单纯理解为基于量化统计和数学

模型的因果推断研究。 在实证主义风靡的时代,许多研究者普遍将实证研究等同于定量研究,实证主

义构筑起实证研究的哲学根基[24] 。 但在教育实证研究中,单一推崇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会导致对

教育实证研究内涵的狭隘理解。 这一结果略带反讽式地证明,任何一种研究范式都不足以完全、独立

应对所有的研究需求。 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并不是要抛弃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 一方面,教

育实证研究需要以强调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但实证主义本身也需要进行自我

批判;另一方面,教育实证研究需要人文社会科学提供方法论基础。
  

20 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遭受质疑与挑战,“后实证主义”进入公众视野。 波普尔( Popper)批判

实证主义,质疑实证主义的证实能力。 他指出,依靠重复的感官观察与实验归纳的“证实理论”并不

能证实普遍性的命题,“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

性” [25]52,科学知识“本质上都是试探性、猜测性或假说性的” [25]73,并经受来自不同时间和状况的“证

伪”考验。 因此,代表连续的理性批判的“猜想”与“反驳”才是科学知识生产与发展的规律。 库恩

(Kuhn)基于历史与社会心理学视角建构起“范式”理论,质疑基于事实与证据的逻辑是科学发展的原

则。 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应当依据包括上述“后实证主义”在内的理论来认识自身的边界。
  

进入“后实证主义”时代,实证研究倾向根据观察假设和研究问题性质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 事

实上,教育实证研究并非单纯依靠量化方法。 从自然科学研究取向出发,实证研究是指对物质世界的

观察和抽象化呈现进而归纳规律;从社会科学的阐释取向出发,实证研究是一连串在特定历史、脉络

内反复实践与论证的过程结果[26] 。 因此,有观点认为,质性研究也属于教育实证研究[27] 。 此外,严

复曾指出,实证主义方法是“实测内籀之学”,“内籀”即归纳之法。 在物理领域探索齐一性规律较为

常见,因为它总体属于客观范畴,实证方法中的因果推断在该研究领域的适切性较好。 在教育领域,

历史的方法(the
 

historical
 

method)也是实证方法,穆勒称之为“逆向演绎法” [28] 。 教育研究离不开人

的理解与诠释,然而,实证主义对自然科学尤其是以数据、量表、指标为表征的“物的检测”的单一推

崇,忽视了教育活动中的“人”及其独特的教育教学行动,使其在方法上走向因果推断,这种趋势不利

于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进化和教育实证研究的发展。 因此,依托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教育

实证研究,需要超越“自然科学”的限制,融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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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破除实证与思辨的虚假对立,强调多元范式的高质量运用
  

在现当代哲学中,实证主义因其介入人文社会科学却未取得应有成效而面临内涵与外延调节的

现实思考。 我国教育研究重新引进实证主义,若只是寄希望运用实证方法改变教育研究范式,所做努

力可能一样徒劳。 研究范式不是由方法决定,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不完全是方法上的独特,仅从定

量、定性或混合方法来判定其研究质量,这种取向是不合理的。 同时,任何研究都需要多种研究范式,
包括物理学研究在内的自然科学研究,理论推演和实验证明等都是成熟的研究范式。 教育研究同样

也需要包括实证与思辨在内的多种研究范式。
  

实证与思辨不是全然对立的。 对待精神及道德等主观世界的对象,真正的实证态度是融合思辨

与实证,而不是复制自身或对方对客观世界的研究方式。 那种认为实证反对思辨的观点,是对实证的

误解。 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主要依循经验逻辑,忽略理论逻辑,但人类的实践认知表明,任何一种

研究范式要想在相应条件下称得上“科学”,其必然有着“遵循理论逻辑”的内在特征。 例如,教育公

平问题,对于不同地域、肤色的受教育者而言,尽管实证方法和工具都已成熟,但不能以通过测试群体

智商的方式作出公平的教育决策,应当遵循“人人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意识和信念,这种意

识和信念构成关于人类平等、教育公平的理论基础。
  

实证和思辨都可以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关键是对研究范式的高质量运用。 这一关键问题在

过去的教育研究范式讨论中似乎被忽略,学界更热衷于在研究范式上争高低、谈利弊。 诚然,实证主

义引导下生成的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对改善教育研究范式单一的问题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但

是,赋魅教育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却会导致教育学所谓“范式革命”的虚假繁荣。 不能将任何一项主

张都标榜为“哥白尼式革命”,实证主义只是一种哲学思想和精神,它早就存在,并不是新近创生的哲

学。 教育学也多有运用实证主义哲学和范式,只是一度缺乏高质量的成果,同样的,形而上学引导下

的教育思辨研究范式同样面临高质量运用的问题。 未来的教育研究,如果能聚焦如何高质量运用研

究范式,或许会消解所谓实证与思辨、量化与质性等范式(方法)之间的冲突。
   

(四)探索教育学的内部结构,建构符合教育自身逻辑的独特范式
  

教育学的科学化进程,不仅在于教育学要合理借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更需要反

思教育学是否能有属于自身独特的方法论。 质言之,教育学想要发展并成就自我,仅靠复制和借鉴其

他学科的方法论是不够的,还需要从教育学内部进行探索,否则很难实现根本创新。 教育学始终存在

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 其实,是否将以自然科学为代表的“科学”作为自身的理论基础,改变

不了教育学自身的属性,即科学与艺术的统一。 即使将教育学称作“教育科学”,也区别于自然科学、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在总体上,它(教育科学———作者注)是与其他科学形式并列的一门科学样

式。” [29]这意味着,不能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的视角和眼光衡量教育科学,它们对“科

学”的理解是不同的。 由此可以回答这样一个深层次问题:为什么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更新是以“进

步”的方式实现,而教育科学领域的知识发现却总要“回到过去”,从教育经典中寻求灵感和启发?
  

教育学要有属于自身的一般性理论逻辑,要有学科想象力和非经验向度,这些都是教育实证主义

研究范式尚未触及甚至不具备的。 首先,就教育学的知识生产而言,教育的实践性特征使得教育学知

识的生产不会局限在实验室,任何教育实践活动都可能发现或生成教育学知识,教育研究要做的是抓

取、分析和提炼相关知识。 因此,教育研究所谓的科学性,在知识层面不能简单理解为教育规律,用实

验方式生产的知识并不全然符合教育的实践属性。 其次,就研究性质而言,教育研究不仅是事实研

究,也是蕴含伦理和道德等价值判断的研究。 因此,研究方法是否科学,不能以“是否可证实(或证

伪)”作为唯一依据。 对于教育学而言,与其找寻新的研究方法,不如扎实运用好已知的方法。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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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不是思辨方法过时,而是研究者没有运用好思辨方法。 最后,就研究结果而言,自然科学研究

强调结果的可检验性、可复制性等研究特性无法全部迁移至教育研究。 教育研究的结果或结论是在

特定条件下人的思想和事实、场域相统一的产物,面对同样的教育现象,不同的研究者作出的教育判

断存在差异、相应的教育推论不尽相同,这种情况早已有之。 例如,同样研究苏格拉底“产婆术”,研
究结果不可能完全一致,因为研究材料、方法和视角等都可能不同。 不能说研究结果存在多样化特征

就证明研究结果质量不好,对结果的质量判定应在于结果对理论与实践、人与场域(现象)的解释说

明和批判改进的程度,而非执拗于是否符合某一种研究性质或范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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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ducational
 

positivist
 

research
 

paradigm
 

began
 

with
 

the
 

data
 

and
 

evidence-based
 

educa-
tional

 

empirical
 

research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led
 

to
 

a
 

global
 

wave
 

of
 

educational
 

empirical
 

research.
 

Drawing
 

on
 

natur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the
 

educational
 

positivist
 

research
 

paradigm
 

empha-
sizes

 

the
 

formulation
 

of
 

educational
 

hypotheses,
 

the
 

importance
 

of
 

research
 

design,
 

and
 

the
 

use
 

of
 

quantita-
tive

 

statistics
 

or
 

mathematical
 

models
 

to
 

deal
 

with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and
 

materials
 

in
 

order
 

to
 

obtain
 

a
 

scientific
 

theory
 

of
 

education
 

with
 

explanatory
 

and
 

predictive
 

functions.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the
 

educational
 

positivist
 

research
 

paradigm
 

is
 

abandoning
 

the
 

portrayal
 

of
 

an
 

‘ educational
 

utopia’
 

and
 

taking
 

directly
 

observed
 

and
 

experimental
 

educational
 

phenomena
 

as
 

the
 

object
 

of
 

study,
 

with
 

the
 

investiga-
tion

 

of
 

educational
 

laws
 

as
 

the
 

main
 

objective
 

and
 

causal
 

inference
 

as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
 

aiming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fied,
 

universal,
 

cause-and-effect
 

law-based
 

intellectual
 

structure.
 

To
 

make
 

pedagogy
 

scientific
 

requires
 

an
 

educational
 

positivist
 

research
 

paradigm,
 

and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ers
 

should
 

be
 

wary
 

of
 

the
 

enchantment
 

of
 

the
 

educational
 

positivist
 

research
 

paradigm
 

and
 

avoid
 

a
 

narrow
 

understanding
 

of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
 

paradigm
 

and
 

educational
 

empirical
 

research.
 

Firstly,
 

understand
 

the
 

richnes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paradigms.
 

The
 

educational
 

positivist
 

research
 

paradigm
 

is
 

not
 

the
 

only
 

paradigm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The
 

single
 

application
 

of
 

causal
 

inference
 

method
 

ignores
 

human’ s
 

free
 

will
 

and
 

emotional
 

attitude,
 

and
 

simplifies
 

complex
 

educational
 

phenomena
 

and
 

problems,
 

leading
 

to
 

the
 

decline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Educational
 

research
 

should
 

select
 

appropriate
 

research
 

paradigm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problems.
 

Secondl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
gy

 

should
 

be
 

used
 

to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empirical
 

research
 

in
 

education.
 

The
 

positivist
 

research
 

para-
digm

 

is
 

not
 

the
 

only
 

paradigm
 

for
 

empirical
 

research
 

in
 

education.
 

In
 

the
 

era
 

when
 

positivism
 

was
 

all
 

the
 

rage,
 

empirical
 

research
 

was
 

equated
 

with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positivism
 

constructed
 

the
 

philosophi-
cal

 

foundation
 

of
 

empirical
 

research
 

in
 

education,
 

leading
 

to
 

a
 

narrow
 

understanding
 

of
 

empirical
 

research
 

in
 

education.
 

In
 

the
 

post-positivist
 

era,
 

the
 

connotation
 

of
 

empirical
 

research
 

in
 

education
 

should
 

be
 

re-exam-
ined.

 

Empirical
 

research
 

in
 

education
 

should
 

go
 

beyond
 

the
 

horizon
 

of
 

the
 

natural
 

sciences,
 

break
 

the
 

para-
digm

 

worship
 

of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nce
 

again,
 

the
 

fals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two
 

paradigms
 

of
 

empirical
 

and
 

discursive
 

research
 

in
 

education
 

should
 

be
 

broken
 

down,
 

and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multiple
 

research
 

paradigms
 

in
 

the
 

field
 

of
 

pedagogy
 

should
 

be
 

emphasized,
 

focusing
 

on
 

the
 

high-quality
 

use
 

of
 

multiple
 

paradigms.
 

Final-
ly,

 

the
 

pedagogues
 

should
 

be
 

committed
 

to
 

exploring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pedagogy,
 

accepting
 

the
 

inter-
pretable

 

and
 

diverse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results,
 

and
 

constructing
 

research
 

paradigms
 

that
 

conform
 

to
 

their
 

own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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